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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粮政策与粮食生产时空效应及政策优化 

——基于 2014-2019 年江西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毛佳 朱述斌 杨一单
1
 

【摘 要】：财政支粮政策是影响农户粮食生产种植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较好的政策设计能够促进粮食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以 2014—2019 年江西省 62个粮食主产县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江西省财政支粮投入、粮食生产时空

演变特征及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粮食生产空间集聚特征日趋明显，财政支粮政策效益有待进一

步提高。除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粮食增产效应为正外，病虫害控制、科技推广、直接挂钩补贴等政策投入与粮食产量

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性；价格支持政策增产效应并不显著，建议要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完善财政支持保护政策、

使政策设计更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关键词】：财政支粮 粮食生产 空间特征 影响因素 江西省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对于有着 14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视或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必须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1]基于粮食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不仅需要有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保障引导作用，而财政作为国家宏

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各国保障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共同政策选择。一直以来，为保障粮食供给，中国综合运用直接补贴、

价格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措施对粮食生产进行刺激和保障，在涉农涉粮财政支持力度上持续加码。以中国支农财政投入为

例，1998 年中国财政支农总额首次突破 1000 亿元，2012 年突破 10000 亿元，2019 年达到 22862.8 亿元，是 2000 年总投入的

29.8 倍，占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9.6%，较 2000 年提高了 4.8 个百分点。 

那么，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农投入是否对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产生了正向激励作用呢？近年来，已有大量学者聚焦这

一问题进行探究。经过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主要聚焦宏观、微观两个视角。从宏观上看，有的学者依托我国财政支农或地方财政

支农数据总额，从总体效应的角度对现有财政支农政策增产效率进行评价[2]，对促进农民增收效果进行评估[3]。从微观上看，多

数学者热衷于研究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效果[4][5]，也有学者从农业科技支出[6]、农业基础设施投入[7][8]、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9][10]

等单一支持政策入手，对其增产效果进行评价。但是，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财政支持政策对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来说至

关重要[11]，可在政策增产效果上却褒贬不一。同时，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多是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财政支粮政策绩

效进行评估、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判断，鲜有从空间视角对我国财政支粮政策投入、粮食生产情况等进行探讨。二是在财政

投入指标选取上缺乏针对性。多数学者乐于选择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投入指标[12]，研究口径偏大，不具有针对性；李莹等人用农

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从业人员数作为投入变量，来评价财政支粮政策绩效，在研究结果科学性上有所欠缺。
[13]
三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多数学者从全国层面或省级层面对财政支粮及粮食生产情况进行研究，鲜有学者从县域角度进行

分析。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江西省县域数据为切入点，全面分析粮食生产、财政投入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细化

财政支粮投入指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财政支粮政策与粮食产量之间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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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另外，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实证方法、变量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处理等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对江西省财政支

粮投入及粮食生产时空分异特征、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就财政支粮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判断；第五部分对全

文进行归纳总结，并为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出政策优化方向。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概况 

江西，作为全国 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是全国水稻重要产区，稻谷产量居全国第 3位，以全国2.3%的耕地生产了 3.25%的

粮食，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来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南岸，地处北纬 24°29′—30°04′、东经 113°34′—118°28′之间，全省总面积 16.69

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391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3693 万亩、水面面积 2500万亩，可利用的荒山、荒坡、荒地、荒滩、荒水等

资源有 530 万亩。其中，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主产县 62 个，粮食总产量约占全省的 84%，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平原、赣抚平原、吉

泰盆地粮食主产区和赣西粮食高产片等 4 大产区。其中，鄱阳湖粮产区包括鄱阳湖及以北地区的 16 个县（市、区）：余干、鄱

阳、玉山、广丰、弋阳、万年、广信、铅山、乐平、浮梁、余江、贵溪、都昌、永修、武宁、修水；赣抚平原粮产区包括赣中地

区的 23个县（市、区）：临川、南城、黎川、宜黄、南丰、金溪、崇仁、东乡、乐安、南昌、进贤、安义、新建、高安、丰城、

樟树、袁州、万载、宜丰、上高、奉新、渝水、分宜；吉泰盆地粮产区包括吉泰盆地及以南地区的 19个县（市、区）：吉水、青

原、泰和、安福、永新、吉安、新干、永丰、万安、遂川、峡江、宁都、南康、赣县、信丰、于都、兴国、瑞金、会昌；赣西粮

食高产片包括赣西的 4个县（区）：上栗、芦溪、莲花、湘东。 

（二）研究方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作为一种空间统计方法，其研究目的在于确定某一变量是否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以及其

相关程度如何，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概括了在一个总的空间范围内的空间依赖程度，最常

用的关联指标是莫然指数（Moran’sI）。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i是变量 s 在空间单元 i上的属性值，在该文中表示县域粮食产量值；S是变量的均值；n表示空间单元的总个数，

在该文中表示县域单元的个数；本研究按照空间邻接权重矩阵标准来设定空间权重矩阵 W，把有共同边界的区域视为相邻，即相

邻时 wij=1；不相邻时 wij=0,式中 wij 是江西省县域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 介于-1 到 1 之间，当 I>0 时表示空间具有正相关

性，变量在空间单元上呈现出聚合分布的态势；当 I<0时表示空间具有负相关性，变量在空间单元上呈现出离散分布态势。I越

趋近于 0则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变量在空间单元上随机分布。 

局部空间自相关，是用来描述某一空间单元与其相邻区域的相似程度的方法。由于Moran’sI散点图能够更为形象、直观地

显示出变量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因此，本研究采取Moran’sI 散点图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可以被概括为两类。一是直接因素，如劳动力、化肥、机械、土地等农户的生产要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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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二是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区域特征等外在因素[14]，而财政政策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本研究重点。另外，鉴于粮食

产量的增加主要表现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提高上。[15]所以，构建如下基础面板计量模型。 

 

式中，yit、mit和 Lit分别表示 i县 t年的粮食产量、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x1it、x2it和 x3it分别为 i县 t年的财

政支粮投入、农户投入和区域影响因素；αi、vi和εi分别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择 

根据前人研究，并按照导向性、可比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核心解释变量，即财政支粮政策。考虑到数据的延续性，本研究对财政收支分类科目口径调整情况进行了梳理，将本次研究

的考察期限界定为 2014—2019 年，并从农林水支出科目下的 102 个支出科目中选取粮食储备支出、技术推广、病虫害控制、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产支持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田水利等 8个延续性较强，并且对粮食生产具有直接间

接作用的科目作为首次筛选出的财政投入指标。根据赵和楠、候石安[16]对当前我国财政支粮政策类别划分情况，并考虑实际影响

路径，将这 8 类指标分为 3 大类、5 个细项，即：价格支持政策（粮食储备支出,A）、挂钩直补政策（农业生产支持补贴、农机

购置补贴,B）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技术推广,C1；病虫害控制,C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C3）等三个

类别。 

其他解释变量，即农户私人投入（D）。参考张凡凡等[17]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选取第一产业劳动力（D1）、农业机械总动力

（D2）、化肥施用量（D3）、粮食播种面积（D4）等指标作为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为了更精准地衡量财政支粮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本研究加入了区域特征指标（E）和上期粮食产量（l）作为

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鉴于目前衡量粮食质量等领域数据不易获取，且当前相关研究重点仍是粮食数量安全，故参考大多数学者的现

有研究成果，选择粮食总产量作为衡量粮食生产情况的重要指标。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统一性，选取2014—2019 年江西省 62个县域的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

年鉴》及江西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江西省财政内部资料。 

数据处理。对于财政支出数据等进行价格平减，并考虑财政支持政策的滞后性，参考多数学者的做法，对财政支出数据滞后

一期。由于财政支粮投入、农户种粮投入没有标准的统计口径，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测算的办法来对各领域财政支粮投

入和农户种粮投入进行估算。[18]具体办法是：财政支粮投入=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户私

人投入=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支出×（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区域特征指标（地区生产总值、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镇化率）的综合指数。部分缺失数据使用均值法或回归法来进行技术

处理。本研究所采用的相关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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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支粮投入及粮食生产时空分异特征 

（一）总量变化趋势 

2014—2019年，江西省粮食总产量呈现出先增加、后缓慢减少的态势，粮食产量由 2014 年的 2143.5 万吨增长至 2016年的

2234.4 万吨，随后缓慢回落至 2019 年的 2157.5 万吨。从四个粮食主产区看，江西省粮食产量主要集中在赣抚平原粮产区，该

区域粮食产量占全省比重在 2019 年时达到 55.7%，较 2014 年时提高近 10 个百分点；鄱阳湖粮产区粮食产量占全省比重维持在

25%左右；吉泰盆地粮产区粮食产量占全省比重略有下滑；赣西粮食高产片粮食产量长期以来相对偏低，仅占全省 2%左右。从整

体上看，四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比重稳中有升，说明江西省粮食生产区更为集聚。 

 

图 1江西省分区域粮食产量增长变化趋势 

2014—2019 年江西省财政支粮支出稳中有升，由 2014 年的 332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11 亿元，增幅达 23.8%。但是，分

区域看，鄱阳湖粮产区、赣抚平原粮产区和吉泰盆地粮产区财政用于粮食储备、直接挂钩补贴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支出在

2014—2018年时处于波段性上升的态势，但在2019 年时大幅度减少。笔者考虑主要是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江西省将更多的资

金转移到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农业保险补贴等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和降低农民种粮风险，缓解农户

种粮压力等领域。赣西粮食高产片则属于典型的稳定型区域，财政支粮投入整体趋于稳定，与粮食产量增长情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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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江西省分区域财政支粮支出变化趋势 

（二）空间演变特征 

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将 2014 年、2016 年、2019年江西省 62个县域按照粮食产量水平划分为高水平区[76—24]、较高水

平区[48—75]、中等水平区[34—47]、较低水平区[22—33]和低水平区[5—21]等 5种等级；按照财政支粮投入水平划分为高水

平区[5.027—6.335]、较高水平区[4.315—4.918]、中等水平区[3.102—3.914]、较低水平区[2.014—2.973]和低水平区

[0.412—1.983]等 5个等级，由此得到不同时期江西省各县域财政支粮投入及粮食产量空间分布状况 1，进而分析江西省县域财

政支粮投入及粮食生产空间转移特征。 

一是粮食高产县数量增加，粮食生产重心向东北偏移。2019 年我省高水平、较高水平粮食生产县共 17 个，较 2014 年增加

8 个（其中高安市、临川区等 2 个地区由较高水平区进入高水平区，故重复计算），除泰和县、吉水县外，其余县域均集中在鄱

阳湖粮产区和赣抚平原粮产区。从生产重心看，2014 年以来，江西省粮食生产重心一直处于江西省几何中心的东北方向，表明

江西省东北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在江西省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研究期内，粮食生产的重心继续呈现向东北方向转移态势，2019 年

新进入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产粮区域也基本处于赣中趋于东北方向，这说明鄱阳湖粮产区和赣抚平原粮产区的粮食生产增速超

过其他地区，并对江西省粮食生产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是财政支粮高投入县域向东北延伸，整体呈现收缩集聚态势。2014—2019 年，除于都县、吉安县外，其他高水平和较高

水平投入县均聚集在赣中到赣东北地区，也就是与粮食高产县保持一致，主要投入在鄱阳湖粮产区和赣抚平原粮产区。相较 2019

年而言，虽然 2014年江西省财政支粮投入在赣中及赣东北部分县域较聚集，但整体上来说日趋分散、均匀。2019年财政支粮高

水平投入县域由 2014 年的 1个上升到 4个；低水平投入县域数量增长明显，从25个增加到 39个。其中，高水平投入县域均位

于赣中向东北方向。笔者考虑，低水平投入县域数量的急剧增加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背景下财政支农支

持方向转变等因素有着紧密关系。 

（三）空间集聚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2014—2019 年六个时间截面的全局 Moran’sI 指数，从区域空间的整体上反映江西

省县域粮食生产和财政支粮投入空间分布的集群情况。空间权重矩阵采取一阶邻接矩阵的 Queen 准则，也就是两个空间单元具

有公共边或公共点确定。如有公共边或公共点则为 1，没有则为 0。 

表 1江西省粮食产量 Moran’sI指数值 

年份 I E(I) sd(I) z p-value* 

2014 0.447 -0.016 0.072 6.417 0.000 

2015 0.434 -0.016 0.072 6.216 0.000 

2016 0.441 -0.016 0.072 6.307 0.000 

2017 0.431 -0.016 0.072 6.18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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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0.407 -0.016 0.073 5.823 0.000 

2019 0.411 -0.016 0.073 5.850 0.000 

 

表 2江西省财政支粮投入 Moran’sI指数值 

年份 I E(I) sd(I) z p-value* 

2014 0.391 -0.016 0.072 5.647 0.000 

2015 0.327 -0.016 0.072 4.798 0.000 

2016 0.201 -0.016 0.072 3.003 0.001 

2017 0.302 -0.016 0.073 4.360 0.000 

2018 0.278 -0.016 0.069 4.249 0.000 

2019 0.290 -0.016 0.071 4.288 0.000 

 

由表 1 可知，六个年份的粮食产量全局 Moran’sI 指数均为正值，且由 2014 年的 0.447 波段性缩小至 2019 年的 0.411,Z

值均大于 1.96，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江西省粮食产量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表现出了强烈的空间集

聚性，存在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从时间趋势上看，虽然 Moran’sI 指数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但是整体相对稳

定，表明江西省粮食生产的空间集聚性相对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对生产空间演变的判断。 

由表 2可知，六个年份的财政支粮投入全局 Moran’sI指数虽然都为正值，但整体呈现收窄态势，Moran’sI 指数值在不断

缩小，表明江西省财政支粮投入虽然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溢出效应在不断减小。 

局部空间自相关。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出 2014 年、2016 年、2019 年三个年份江西省县域粮食产量、财政支粮水平的局部

Moran’sI 指数，并以散点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将其进行整理、分析，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空间相关性明显。不管是江西省县域

粮食产量集聚类型还是县域财政支粮投入集聚类型，其大部分县区聚集于 H—H 和 L—L 区域，即呈现出高—高类型或低—低类

型的集聚特征。也就是说，高粮食产出（财政支粮支出）的县域，其周围也是高粮食产出（财政支粮支出）的县域；低粮食产出

（财政支粮支出）的县域，其周围也是低粮食产出（财政支粮支出）的县域，说明江西省这 62 个粮食生产县之间的粮食产量、

财政支粮水平均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二是空间分布较稳定。江西省62个县域粮食产量（财政支粮

支出）主要聚集在低—低象限。从时间轴看出，其高—低和低—高象限分布区在 2014 年时为 21 个（19 个），到 2019 年时调减

为 18个（16个），虽然略有减少，但整体相对稳定。 

四、财政支粮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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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的增减由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共同决定。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单位面积产量不变而播种面积

变化，此时播种面积的变化会导致粮食总产量出现同向变动。二是单位面积产量变化而播种面积不变，此时单位面积产量与粮食

总产量也会保持同向变动。三是单位面积产量和播种面积同时发生变化。
[19]
此时，由于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粮食总产量既

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或者不发生改变。而财政政策通过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最终影响

粮食总产量。为此，本研究分别以粮食总产量（模型 1）、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模型 2）、粮食播种面积（模型 3）为因变量来分

析当前财政支粮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总体影响。 

通过豪斯曼检验得到，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对模型1、模型 2、模型 3进行分析。而进一步检验发现，面板数据属于

长面板，且同时存在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组间异方差的问题。根据 Reed[20]的研究，应该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解决上述 3个问题。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Yit为粮食总产量、Lit为粮食单位面积产量、Mit 为粮食播种面积、ait为价格支持政策投入、bit 为直接挂钩补贴投入、

c1it 为科技推广投入、c2it 为病虫害控制投入、c3it 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d1it为粮食种植劳动力投入、d2it 为粮食种植

机械投入、d3it为粮食种植化肥投入、d4it为粮食播种面积、eit为区域因素、lit为上期粮食产量、v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

项。表 3呈现了具体分析结果。 

一是价格支持政策在促进粮食增产上作用并不显著。虽然一些学者肯定了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方面

起到的重要作用[21]，但也有学者提出，相较于价格支持政策为农资部门带来的收益，农户所得收益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在促进

粮农增产扩面上作用相对较小[22]。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相对稳定，2021 年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的收购价分

别为 1.22元、1.28 元、1.3元，较 2012 年的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仅提高 0.02 元、0.03 元，而粳稻则降低了 0.1 元。伴

随着近年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的现状，最低收购价的这一微调，对粮农的激励作用甚微。 

二是直接挂钩补贴在促进粮食增产上呈现负相关性。这与尚旭东等[23]研究结果一致。主要是因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为

了稳定农民（土地承包者）情绪，或是为了帮扶贫困户，实际上拿到补贴的多是贫困农民，即土地的承包者，而不是实际耕种者
[24]，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影响了规模化经营。 

表 3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价格支持政策投入（粮食储备支出） -0.072(0.226) -0.072(0.225) 0.014(0.176) 

挂钩直接补贴投入 -0.422**(0.031) -0.423**(0.031) 0.1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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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推广投入 -0.008**(0.787) -0.008(0.788) -0.037***(0.000) 

病虫害控制投入 -0.06*(0.094) -0.06*(0.094) 0.006(0.452) 

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0.166***(0.01) 0.166***(0.01) -0.001(0.969) 

粮食种植劳动力投入 -0.047(0.678) -0.048(0.674) 0.061***(0.006) 

粮食种植机械投入 0.024(0.753) 0.024(0.755) -0.05***(0.000) 

粮食种植化肥投入 -0.197*(0.088) -0.197*(0.088) 0.054**(0.017) 

粮食播种面积 1.182***(0.000) 0.185(0.471)  

区域因素 -0.376***(0.000) -0.377***(0.000) 0.038*(0.056) 

上期粮食产量 -0.21(0.334) -0.211(0.332) 0.064**(0.038) 

上期粮食种植面积   0.745***(0.000) 

 

三是科技推广投入在促进粮食增产上呈现负相关性。主要表现在，科技推广投入对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作用不显著，对促

进粮农扩大种植面积却呈现负相关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考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现阶段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体

系及服务对象年龄结构偏大，知识层次偏低，对新技术的采纳和掌握程度偏低，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二是科技推广的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粮农现代化种植的意识，但又挤出了部分农业种植劳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挤出效应大于科技

成果带来的效益。三是县级层面科技推广投入主要是指用于技术推广上的人工工资等资金投入，不一定能真实反映粮食生产技

术需求投入。 

四是病虫害控制投入在促进粮食增产上呈现负相关性。主要是，现行政策下，病虫害控制投入更多为对受灾农户的补偿，或

灾后投入。投入金额的增长表示该区域可能受到更大程度的旱涝或是虫灾等自然灾害影响，从而造成粮农减产，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农民在来年的种粮积极性。 

五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促进粮食增产上呈现正相关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虽然对提高粮食播种面积作用不显著，但能显

著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进而提升粮食总产量。这是基于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等有助于抵抗旱涝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威胁，有助

于降低粮食的减产风险，促进粮食稳产增产。同时，农业生产条件[25]、农业机械化程度[26]、农村交通基础设施[27]等差异对农业现

代化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六是农户要素投入在促进粮食增产上效果不一。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上期粮食播种面积、上期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

之间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化肥投入与粮食产量之间为负相关性，说明江西省化肥使用量已经在临界点，过度使用化肥会造成土壤

结构的破坏、耕作层浅薄、团粒结构差、蓄水保肥能力差、不耐寒、不耐旱、病虫害发生频繁等问题，进而影响粮食产量；区域

影响因素对粮食产量、单位面积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等都具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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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 2014—2019 年江西省县域面板数据，对其粮食生产、财政支粮投入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 FGLS计量模型探究了财政支粮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江西省62个粮食主产县在财政支粮投入、粮食产出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其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低—低集聚区；

在高—低分布、低—高分布集聚区规模和空间分布情况整体变化不大。 

二是粮食生产重心和财政支粮投入重点都呈现出向东北方向转移的趋势。其中，鄱阳湖粮产区和赣抚平原粮产区的粮食生

产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地区，并对江西省粮食生产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财政投入呈现收缩集聚态势，并主要聚集在赣中到赣东北

地区，也就是鄱阳湖粮产区和赣抚平原粮产区。 

三是财政支粮政策增产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表明，就江西省目前支粮形势看，仅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促进粮食增

产上呈现正相关性；价格支持政策作用并不显著，病虫害控制、科技推广、直接挂钩补贴等政策投入对粮食生产可能存在负相关

性，说明在资金投入金额、方向上仍有待完善。同时，财政政策对粮食种植劳动力、机械使用和化肥等要素投入的引导作用不够，

不能很好地激励农户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在促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上作用发挥不够。同时，同期及上期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

增产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政府部门要稳定粮食生产，首先需要稳定种植面积。 

（二）建议 

中国“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

察时提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现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剧了

全球粮食危机爆发的可能,我国粮食供求不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结构性矛盾刚着手解决，总量不足问题又重新凸显，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现实意义愈加凸显。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抓重点，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问题导向，加快构筑粮食稳产增产的

基础支撑。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补齐包括水、电、路、网等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垃圾清运等小型公益性

生活设施，以及教育、卫生、养老服务、文化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以优异的人居

环境吸引更多有效人力资源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要积极开展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着力解决水稻机插等

瓶颈问题，加快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农田灌排体系，提高防

汛抗旱能力，保障种植用水需求。同时，探索转变资金投向，实现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警转变。 

二是求实效，不断完善支持保护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对重点粮食生产区的倾斜，优先支持适宜该地域特征的主要粮食品种。

继续完善落实产粮（油）大县奖励、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策，着力保护和调动各地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特

别是，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政策。要适时加大农资储备，有效应对价格波动。要调整用好现行

政策，充分激发农户种粮热情。要持续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同时，要以保障农户收益为根本，持续完善粮

食收购支持保护政策。合理设置粮食（稻谷）最低保护价。当前保护价仍是较低水平的保护，没有体现农民实际种植投入、成本、

灾害、收益，对农民种粮收益保护不够。建议国家层面要研究制定保护价实施办法，按照当年种粮投入、成本、灾害、合理收益

等因素进行测算，动态更新，以真正实现政策效用，保障粮农收益。对粮食（稻谷）最低保护价收购预案进行修订完善。粮食最

低保护价收购对农民种粮收益至关重要，也是最容易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现行的预案往往造成农民等收购、要收购的情

况。要重新修订粮食最低保护价预案，一是将收购时间进行提前，使得收购时间与收获期基本一致，做到即割即收。二是对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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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进行修订，实行到时自动启动，即到达法定时间，自动按照保护价启动收购。 

三是优品质，着力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树牢“安全”理念，即不断增强抵御各类灾害、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要适时开

展集中育秧补贴，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建议国家层面恢复集中育秧补贴，支持和引导种粮户采取育秧方式，实现稳产增产。要实

施种子购买补贴政策，保障水稻用种安全。建议实施种子购买补贴政策，可由地方政府统一采购分发，节约采购成本，推广优质

品种，稳定粮食种植和产量提高。要完善粮食作物有关保险政策，提高农户抵御灾害的能力。建议要推动完善水稻保险政策，除

核算承保企业一定比例的合理费用外，其他均应用于赔付，当年因轻灾有结余时，自动结转为赔付基金，用于下年赔付，承保企

业不得挪作他用，更不得作为盈利，凸显水稻保险的政策性。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持续抓好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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